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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试点政策的创新红利:
基于税调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向　 琳,艾洪山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点方向。 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作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借助

搜集整理 2007—2016 年国家税收调查数据库(NTSD)数据,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基于增强绿色信贷支持、提升财政补贴强度及扩大绿色投资显

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此促进效应也因地区差异、行业特性及企业固有特征而存在显著不同,其中对东部地

区、强环境执法力度区域、高污染产业、低等级城市及大规模企业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 研究结论不仅为相关领

域研究做出理论补充,也为下一阶段优化和完善政策布局、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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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benefits of China’s low-carbon pilot poli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base

XIANG Lin, AI Hongsh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low-carbon development has emerged as a key

direc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as a crucial

initiative to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stering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Utiliz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base

(NTSD) between 2007 and 2016, this study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enhancing green credit support,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fiscal

subsidies, and expanding green investment. This promoting effect also varies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regional

disparitie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firm features, with more pronounced positive impacts observed in

eastern regions, areas with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lower-tier cities, and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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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enterprise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contributes theoretically to related fields but also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policy frameworks,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to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phas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ow-carbon city pilot progra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ggere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导

致的温室效应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演变与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迈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关

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大战略抉择。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
将“碳达峰碳中和”概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路径。 为将国家战略落到实处,探索

符合中国国情、有效统筹发展与减排的实践模

式,国家发展改革委自 2010 年起创新性地实施

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下文简称试点政策),
通过分批遴选特定区域进行先行先试,旨在为全

国层面的低碳转型积累宝贵经验、探索有效路

径、提供示范引领。 其核心目标不仅在于直接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1 - 2] ,更在

于通过有效的政策干预,激发市场活力,引导和

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培育和释放创

新活力,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绿色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因此,科
学评估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实际效果及其内

在机制,不仅是对“波特假说”在中国情境下适用

性的重要检验,更是深刻理解环境政策如何服务

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双碳”战略目标的

核心命题,对于精准优化政策设计、加速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具有重大

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现有研究围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已形

成较为系统的讨论脉络,尤其在“波特假说”“挤出

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等理论框架下积累了丰富

成果:现有文献普遍认同适度环境规制可凭借“创
新补偿效应”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亦有研究指出其

可能因“合规成本”上升而抑制研发投入,更有学

者强调二者之间存在阈值效应与情境依赖的复杂

互动。 尽管如此,既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局限:一
是多数文献在理论机制阐释上仍停留在宏观推演

或间接测度,缺乏对绿色信贷等传导路径的实证

证据;二是研究方法上过度依赖宏观数据,尤其忽

略了中小企业的行为响应,难以全面捕捉政策对

中小企业的真实影响,结论的普适性与精细度受

限;三是虽关注到政策效果的差异性,但对区域制

度环境与行业固有特征等因素挖掘不足,未能系

统揭示政策效力的边界条件与适用情境。 基于

此,本文立足于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与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深入挖掘具有全

国代表性的税调数据库并结合手工收集的试点城

市名单,构建多时点 DID 模型,从微观企业层面实

证检验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影响,并从宏观机制

切入揭示其内在传导路径,从而为理解两者关系

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依据,也为后续政策优化提

供更具操作性参考。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创新。 本文聚焦

于试点政策,创新性地从绿色信贷等视角出发,探
讨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传导路

径,弥补了以往研究在宏观机制验证方面的不足,
为理解环境政策如何通过市场化与政府干预双重

手段激发创新补偿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经

验证据。 第二,数据结构创新。 当前针对试点政

策研究大多依赖于上市公司数据[3 - 4],本文采用

税调数据库作为分析基础,此数据库涵盖了多种

所有制结构、规模各异以及行业多样企业群体。
相较于现有研究,该数据在深入剖析此政策对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方面展现出更为显著的优

越性和针对性。 第三,多维度探索创新。 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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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区域与产业特征等多维度对试点政策效应进

行了深入探究,旨在全面客观地提炼此政策的实

践经验,为相关政策评估与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

献回顾与述评;第二部分为政策背景及理论假设;
第三部分对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针

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从产业特

征与企业规模等多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第五部

分检验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第六部

分为结论及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试点政策与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关于试点政策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研究已较

为丰富,与本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考察了试点政

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强制性政策

约束增加了企业生产和减排成本,企业为提升盈

利水平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倾向吸取其他企

业创新经验、积极开展自主技术创新等方式,进行

转型升级以应对市场变化[5 - 6]。 傅芳宁等[7]、曹
笑天等[8] 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指出试点区域

会显著增强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监管力度,而
此种监管压力将形成倒逼机制,促使相关企业加

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强度、积极采取节能减排行

动,进而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的经济效益

与市场竞争力。 再者,邓世成等[9] 阐明试点政策

将促使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朝着更高级、更合

理方向转型,同时提升城市经济集聚水平。 而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又进

一步为绿色技术创新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有力

地促进了研发活动开展。 另外,基于波特假说,适
度的环境监管也能够有效弥补企业承担的“环境合

规成本”,进而提升其生产效率,并促进生产技术与

环境保护手段的革新与发展[10 -14]。 另一方面,试点

政策有助于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难

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降低技术创新不确定

性[15 - 16]。 肖仁桥等[17] 基于 2007—2020 年中国

936 家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证实试点政策依托强化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化管理、加大企业在环

保领域的投资力度以及给予企业环保方面的政府

支持等举措,有效增强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促
使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绿色创新活动。 蒋

金荷等[18]发现为确保试点政策顺利推行,地方政

府往往将出台多项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配套措

施,以调动创新要素、激发创新活力,激励企业围

绕碳减排目标深化绿色技术创新实践。
与之相反,第二支文献考察了试点政策与技术

创新的非正向关系。 部分学者提出试点政策虽可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但也可能产生“挤出效应”,阻碍

企业技术创新[19]。 例如,“合规成本效应” [20 - 23]

与“污染避风港效应” [24 - 25] 都将干预企业正常经

营,显著抑制企业研发活动[26]。 Tian 等[27]基于地

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将缩减工业企

业数量、提升僵尸企业占比及减少外资进入,从而

产生“挤出效应”抑制地区非绿色创新发展。 还有

学者阐明环境法规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可能存在

非线性关系[28 - 29]。 杨冕等[30] 强调环境监管促使

企业在遵循创新补偿效应与合规成本效应间做出

权衡。 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往往拥有高风险特性,
而企业往往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与创新的核心驱

动力,唯有管理者对创新活动风险与预期回报进

行审慎评估后,发现创新收益能够补偿成本所引

发的损失时, 企业才会萌生技术创新的内在

动力[31]。
(二)文献述评

现有文献围绕试点政策与技术创新关系已形

成较为系统的研究脉络,尤其在理论框架构建及

研究视角多元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理论层面,
多数研究深入阐释了环境规制凭借“创新补偿效

应”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并逐步拓展至多

维传导机制分析,为理解政策与创新的动态关联

提供了扎实支撑;在方法论层面,早期文献多依

赖城市数据,近年则广泛采用企业层面数据显著

提升了结论的严谨性,部分研究还引入非线性模

型探讨两者间的复杂关系;在研究视角上,既有

文献不仅关注试点政策对创新数量影响,还延伸

至创新质量与创新效率,同时从单一企业响应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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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产业链与区域协同效应,丰富了政策评估维

度。 然而,现有研究体系仍存在显著局限:机制

路径薄弱是核心缺陷,多数研究虽提出部分传导

路径,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对微观企业层面的

机制验证多停留在理论推演或间接指标测度,缺
乏直接证据的系统检验;样本代表性不足进一步

制约结论普适性,现有实证多忽视了中小企业,
而后者占市场主体超 90%且面临更强融资约束,
导致研究结论可能高估政策效果或误判机制路

径。 鉴于当前既有研究尚存诸多有待完善之处,
且现实所面临的问题盘根错节、极具复杂性,本
文决定开展此次研究,以期能在相关领域探索出

更具价值与深度的成果,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

力支撑。
二、政策背景及理论假设

(一)政策背景

2010 年 7 月 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

《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在综合评估地方申报情

况、工作基础及试点布局代表性后,经慎重考量,
决定率先在广东等五省八市启动试点工作。 《通
知》明确要求试点区域需核算并设定其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研究设计排放指标的分配

策略,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框架与注册登记

系统,培育并强化交易平台功能,完善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支撑体系。 2012 年和 2017 年分别公布了

第二批和第三批试点城市名单。 中国政府在三批

试点城市的推进过程中,逐步完善了试点遴选机

制与政策工具配置体系,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

征与区域差异化策略。 首批试点侧重于经济基础

较好、减排潜力较大的地区,注重顶层设计与制度

创新,强调探索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与交易机制;
第二批试点进一步扩大了地域覆盖面,增强了区

域代表性,并开始推动产业转型、能源结构调整

等多元化政策工具的协同应用;第三批试点则更

注重在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地

区推广经验,政策重心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低
碳技术推广及生态补偿机制等操作性举措倾斜。

此种分批次、差异化的推进策略不仅反映了政策

层面对地区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的响应,也体现

了从“制度构建”到“路径探索”再到“模式推广”
的渐进式治理逻辑,为系统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

丰富的制度背景与实证基础。
(二)理论假设

试点政策作为典型的“政策试验”,其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影响本质上源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

创新动机之间的动态博弈。 根据波特假说,恰当

设计的环境规制可基于“创新补偿效应”激发企业

通过技术创新以抵消合规成本,甚至获得先发优

势。 然而,若规制强度超出企业承受阈值,则可能

增大“合规成本效应”,挤占研发资源。 其条件边

界取决于政策刚性程度、市场信号清晰度以及企

业资源禀赋[32 - 34]。 强监管环境下,政策能够通过

清晰制度信号、有效融资支持与合理过渡期安排

降低企业预期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补

偿[35];反之,若政策执行过于刚性、配套激励不足

或企业面临严重压力,则“合规成本效应”将占据

主导。 与此同时,试点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显著依赖于区域制度环境

与行业固有属性所构成的情境结构。 由于市场制

度基础、监管约束压力与产业链协同能力存在较

大差异,政策冲击的边际效应也明显不同。 有鉴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试点政策将有助于技术创新。
试点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在试

点框架内协同构建绿色信贷导向体系,凭借贴息

贷款和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显著扩充了信

贷供给规模并降低了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了技术

创新活动长期面临的资金压力[36]。 具体来说,绿
色信贷政策一方面借助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降
低了银行对绿色项目的风险溢价要求,帮助企业

以较低利率获得研发所需长期资金,直接减轻了

研发活动成本;另一方面,政策通过建立绿色信贷

评价体系与信息披露标准机制,改善了银企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致使金融机构能够更精准识

别企业的环境绩效与创新潜力,从而将信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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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具备绿色技术前景企业倾斜[37]。 再者,绿色信

贷的配置过程本身也发挥了一种“认证效应”,获
得绿色信贷的企业不仅得到资金支持,也向社会

传递出积极的环保与创新信号,有助于形成“强者

愈强”的良性循环[38]。 总而言之,试点政策不仅

直接缓解了技术创新的资本瓶颈,更凭借重塑金

融资源配置逻辑与市场预期结构,激发企业将外

部融资优势转化为内部创新能力,最终推动技术

创新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试点政策将通过增强绿色信贷支持,

进而有助于技术创新。
试点政策依托增强绿色财政补贴强度,显著

促进了技术创新,其核心机制在于财政补贴作为

直接的政策工具,有效降低了技术研发的边际成

本与不确定性。 分而言之,政策通过设立专项资

金、提供研发补贴和税收返还等方式,直接减轻企

业在技术开发初期面临的长周期与高风险约束,
引领其将资源投向创新活动[39]。 同时,财政补贴

具有导向性和选择性,往往与减排绩效或技术创

新成果挂钩,促使企业不仅追求技术应用的广度,
更注重创新的质量。 再者,补贴不仅减轻了企业

的现金流压力,更传递出政府长期支持技术发展

的明确信号,增强了企业对创新收益的稳定预期,
进而引导其调整研发战略,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

创新[40 - 41]。 补贴还可凭借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

本进入创新领域,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多

元投入机制,进一步放大政策效果[42]。 最后,财政

补贴通过将技术创新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并优化资

源配置,对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产生了双重促进作

用,从而为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持续动力。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试点政策将通过提升财政补贴强度,

进而有助于技术创新。
绿色投资作为政策引导下的战略性资本配

置,不仅直接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更借助知识

溢出等多重效应,系统性地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意

愿与研发能力。 详而言之,政策借助推动绿色债

券发行等显著扩大了绿色资本的供给规模,缓解

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面临的资金压力,也基于定

向支持绿色项目,引导企业将资源集中于清洁技

术、能效提升和环保工艺等创新领域,从而提高了

研发活动的工作效率[43 - 44]。 再者,绿色投资通常

伴随技术引进、设备更新与人才集聚,可从侧面助

推企业接触和掌握前沿绿色技术,增强其技术吸

收与再创新能力。 同时,政策驱动的绿色投资还

将塑造区域绿色产业集群,推进企业间的技术合

作与知识共享,形成创新网络的外部性效应,进一

步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45 - 46]。 归根结底,
试点政策将依托扩大绿色投资规模,不仅在资金

层面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更在制度、技术

和市场等多维度构建了有利于研发创新的生态系

统,推动企业由被动适应向主动创新转型。 有鉴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试点政策将通过扩大绿色投资,进而

有助于技术创新。
三、实证回归

(一) 模型构建

为检验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

述分析,建立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
lnpatentit = α0 + α1didit + Controlit + μi + ηt +

λr + εit (1)
式(1)中:i 代表企业,t 代表年份。 被解释变

量 lnpatentit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技术创新水平;核
心解释变量 didit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是否受到政策

冲击的虚拟变量;Control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此外, μi 为企业固定效应, η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λr

为产业固定效应,所有回归分析均采用了企业—
年份层面的聚类调整标准误。 εit为随机扰动项,
α0、α1为待估计参数。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现有研究多从研发投入强度或新产品销售额

占比等视角出发,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然而上述指

标亦存在局限性,无法准确衡量技术创新活动。
因此,本文借鉴徐佳等[4]做法,以企业专利申请数

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lnpaten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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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代表政策冲击的虚拟变

量 didit,当企业所在城市属于试点城市时此年份及

以后年份取 1,否则取 0。 不过,鉴于试点区域覆盖

了省市两个不同层级,而不同批次和不同层级地

区之间可能存在交叉重复现象,为解决此类问题,
本文参考宋弘等[47] 做法,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确立各试点城市实施时间。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流动比率( rate)采用

流动资产在流动负债占比进行衡量;企业年龄

(lnage)以当前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间 + 1 取对数

进行测算;企业规模(lnasset)采用企业总资产取对

数进行衡量;企业负债率( lev)以总负债在总资产

中占比进行测算;净资产收益率( roa)采用净利润

在总资产中占比进行衡量;产权性质( ownership)
由于税调数据库不提供产权信息,本文依托工商

企业注册信息与企查查 App 综合确认企业产权,
并根据获得信息对企业进行分组,若企业隶属于

国有企业则赋值为 1,其他企业则赋值为 0;经济发

展水平采用人均 GDP 取对数( lnpgdp)进行刻画;
地区创新发展水平( innovation)以地区 R&D 经费

支出在财政总支出所占比重进行估计;金融发展

水平( finance)则参考周泽将等[48]选取各地区金融

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衡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选用了 2007—2016 年税调数据库数

据,并将其与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和城市

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匹配与合并。 由于 2016 年以后

数据暂不可得,本文选择 2010 年和 2012 年实行政

策的前两批试点地区作为处理组,其余作为对照

组。 为增强样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降低样本误

差,本文对初始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第一,本文

剔除了部分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指标;第二,删
除了部分数据缺失严重或者丢真的样本;第三,由
于金融行业在经营方式及运营模式上与普通企业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未选取金融类企业样本。
按照上述标准,本文最终共选取 3 109 802 个观测

值,表 1 提供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标准差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did 3 109 802 0. 440 1 0. 262 8 0 1
lnpatent 3 109 802 0. 405 9 0. 070 3 0 10. 137 9
rate 3 109 802 0. 062 3 1. 943 8 1. 390 7 2. 199 5
lnage 3 109 802 0. 676 3 2. 075 3 0 4. 941 6
lnasset 3 109 802 2. 169 7 14. 420 7 4. 605 2 28. 033 4
lev 3 109 802 0. 025 6 0. 443 1 0. 107 9 0. 623 1
roa 3 109 802 0. 049 2 0. 039 7 0 0. 461 4

ownership 3 109 802 0. 323 3 0. 118 6 0 1
lnpgdp 3 109 802 0. 656 9 10. 885 9 9. 210 3 13. 655 8

innovation 3 109 802 0. 001 8 0. 031 5 0. 012 3 0. 035 6
finance 3 109 802 0. 010 4 0. 368 6 0. 202 8 0. 390 2

(四)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 ~ 第(2)
列为没有加入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核心解

释变量 did 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57 7 和 0. 034 0,均
于 1%以上水平显著,表明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存

在正向影响。 在此基础上纳入固定效应,结果如

第(3) 列 ~ 第 (4) 列所示,did 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05 5 和 0. 004 4 且显著为正,即试点政策实施

后企业平均可提升 0. 55% 和 0. 44% 的创新水平。
实证结果表明,试点政策与技术创新呈现明显正

向关系,试点政策实行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增

加,这也符合假说 1 预期。 可能的解释是:试点政

策倒逼企业技术转型。 试点政策凭借设定各类综

合性规制手段,大幅提高了传统高碳生产模式的

制度性成本。 在“成本—收益”机制驱动下,企业

将主动调整要素配置,将研发资源向清洁技术领

域倾斜。
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流动比率( rate)估计系

数为 1. 736 7,且在 1%以上水平显著,即流动比率

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表明企业流动性越强,越
有利于技术创新。 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流动比率意

味着企业拥有充足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等可变

现资产,上述资产将形成“财务缓冲池”,避免因短

期资金波动中断创新项目。 企业年龄( lnage)参数

值为 - 0. 007 6,显著为负,两者之间呈现显著负相

关性,说明随着企业存续时间延长,其技术创新活

力反而下降。 可能的原因是:长期运营形成的标

准化流程、科层制架构和风险规避文化,容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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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惯例僵化从而缺乏创新变革动力。 企业规模

(lnasset)回归系数 0. 056 4 显著为正,证实总资产

变动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较大,反映出规模较大

的企业因资源禀赋更丰富、融资渠道更广、研发规

模效应更明显,从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更具优势。
企业负债率( lev)估计参数值显著为负,表明高负

债水平会挤占研发资金、增加财务风险,进而抑制

企业的创新投入。 净资产收益率( roa)回归系数

并不显著,表明净资产收益率在影响企业技术创

新中并未发挥关键影响,这可能因为盈利能力更

多反映短期经营绩效,而与长期创新活动关联较

弱。 产权性质( ownership)估计参数值 0. 017 7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

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创新水平,这可能源于国有

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政策支持、资源倾斜和稳定

的融资渠道,且响应国家低碳政策方面具有更强

的执行力和资源调配能力。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达地区为企业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被解释变量:lnpatent

(1) (2) (3) (4)

did 0. 057 7∗∗∗

(0. 000 5)
0. 034 0∗∗∗

(0. 000 5)
0. 005 5∗∗∗

(0. 001 9)
0. 004 4∗∗

(0. 001 9)

rate — 2. 951 1∗∗∗

(0. 027 1)
— 1. 736 7∗∗∗

(0. 163 4)

lnage — 0. 022 1∗∗∗

(0. 000 3)
— -0. 007 6∗∗∗

(0. 001 1)

lnasset — 0. 091 1∗∗∗

(0. 000 8)
— 0. 056 4∗∗∗

(0. 005 0)

lev — -0. 293 2∗∗∗

(0. 009 0)
— -0. 047 1∗

(0. 025 2)

roa — 0. 123 2∗∗∗

(0. 004 8)
— -0. 000 6

(0. 011 9)

ownership — 0. 007 7∗∗∗

(0. 000 7)
— 0. 017 7∗∗∗

(0. 004 8)

lnpgdp — 0. 033 3∗∗∗

(0. 000 4)
— 0. 005 2∗∗∗

(0. 001 2)

innovation — 16. 815 9∗∗∗

(2. 791 2)
— 2. 914 9∗∗∗

(0. 958 4)

finance — -2. 880 4∗∗∗

(0. 472 5)
— -4. 229 6∗∗∗

(1. 587 5)

Constant 0. 055 1∗∗∗

(0. 000 3)
-0. 808 9∗∗∗

(0. 109 0)
0. 068 8∗∗∗

(0. 000 5)
-2. 828 8∗∗∗

(0. 434 1)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0. 003 9 0. 019 5 0. 693 9 0. 694 2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年份层面聚类标准误;∗∗∗、∗∗、∗ 分别表示
p < 0. 01、p < 0. 05、p < 0. 010 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创新提供了更良好的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和人才

集聚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
地区创新发展水平( innovation)估计参数值也显著

为正,表明地区整体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氛围

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高研发投入

的区域往往伴随更活跃的知识交流和更完善的创

新生态系统,进一步激励企业研发创新。 然而,金
融发展水平( finance) 与企业技术创新呈现负相

关,这可能反映出当前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存

在结构性扭曲,部分信贷资源未能有效流入创新

活动,反而被传统高碳行业或非生产性领域占用,
导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对短期盈利的依赖

越强,反而抑制了长期技术创新投入。
(五)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的关键前提

条件是:在没有施行政策时,处理组和对照组技术

创新的变化趋势应该是趋同的,即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以保证估计量的无偏性。 若试点地区与非

试点地区企业在政策实施前其技术创新趋势既已

存明显不同,势必将影响本文结论可信性和稳健

性。 为此,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进行多时点双重

差分平行趋势检验。 具体计算式为:
lnpatentit = β0 + β1 didi,t -3 + … + β7 didi,t +3 +

Controlit + μi + ηt + λr + εit (2)
式(2)中,didi,t - k表示企业 i 所在地区在 k 年

前是否为政策试点地区的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所

在地区为试点地区,且观测期正好是政策实施前

第 k 年 (0 < k≤3),则 didi,t - k 取值为 0。 同理,
didi,t + k表示企业 i 所在地区在 k 年后是否为政策

试点地区的虚拟变量。 如果观测期正好是政策实

施后第 k 年( 0 ≤ k≤3),则 didi,t + k取值为 1;若企

业 i 所在地区为非试点地区,则取值为 0;其余变量

的定义如前文所述,本文选取试点政策实施当年

作为参照进行回归。 与此同时,表 3 补充了政策前

各期系数的详细统计结果(did - 1、did - 2、did - 3分别

代表政策前第 1 期 ~第 3 期)。 图 1 与表 3 直观地

反映了事前趋势的检验结果。 从图 1 可以看出,当
观测期为政策实施前时,核心变量估计系数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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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换句话说,在地区实施试点政策之前,处理

组和对照组的技术创新变化趋势并无明显差异,
平行趋势假设得到基本满足。 表 3 结果揭示政策

实施前 3 期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证实政策对创新的

影响并无明显提前效应和预期效应。
表 3　 事前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patent

(1) (2) (3)

did - 1
0. 005 5

(0. 016 8) — —

did - 2 — 0. 022 1
(0. 045 1) —

did - 3 — — 0. 002 2
(0. 020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Constant - 2. 862 5∗∗∗

(0. 434 2)
- 2. 873 2∗∗∗

(0. 445 1)
- 2. 795 6∗∗∗

(0. 436 8)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0. 205 7 0. 198 7 0. 199 3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对回归结果的

影响,本文通过随机设置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安

慰剂检验。 图 2 展示了 1 000 次随机抽样后核心

变量的估计系数和 p 值统计量核密度分布图,结
果表明估计系数呈现随机分布且集中在 0 值附

近,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是由未观测到的因素

所引发。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由于同时期其他政策可能也将影响政策对技

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从而对本文回归结果造成“污

图 2　 安慰剂检验

染”。 为此,本文进一步排除了类似政策干扰,具
体包括以下内容。 ①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该

政策重点覆盖京津冀等城市群,着重于空气质量

的实质性提升,其核心在于削减重污染天气频度

并解决民众关切的大气环境突出问题。 本文基于

企业所在城市设定虚拟变量(atmosphere),若企业

所在区域位于试点城市内且观测期处于试点政策

实施之后则取 1,否则为 0。 ②环境保护法。 自

2015 年起,经过全面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生

效,该法律条款明确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生

产经营实体,在确保污染物排放符合既定法律标

准的同时,进一步削减污染排放量,此举措对企业

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构造哑变

量(environment)若企业在 2015 年及之后的年份中

持续运营,则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 ③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工具,政策框架

下的总量控制与配额分配机制,实质上为企业界

定了清晰的减排成本与收益边界,迫使市场主体

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寻求低成本减排路径,从而

有效激发其对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内在动力。
因此,本文设置碳排放权政策变量( carbon)。 表 4
中第(1)列 ~ 第(4)列估计结果显示,在排除上述

同期政策干扰后,估计参数仍然显著为正。 不过,
核心变量(carbon)并不显著,即碳排放交易政策对

技术创新的影响未能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

可能源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完

善监测、报告与核查机制、透明交易规则以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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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分配方式。 然而在试点阶段,基础制度设施

可能尚未成熟,导致交易活跃度低、难以对企业形

成稳定、长期的减排激励预期,从而削弱了企业借

助技术创新来降低碳排放的内在动力。
4. 缩尾处理

本文在处理连续变量时,实施了 1%及 5%的

双边缩尾处理,旨在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并降低估

计偏误。 表 4 中第(5) ~ 列(6)列所展示的估计

结果显示,经过缩尾处理的数据,其核心解释变

量的估计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
并且所有系数均在 5%或更高的显著性水平上通

过了检验。
表 4　 稳健性检验(Ⅰ)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patent

(1) (2) (3) (4) (5) (6)

did 0. 003 6∗∗

(0. 001 8)
0. 003 9∗∗

(0. 001 9)
0. 004 9∗∗∗

(0. 001 9)
0. 004 1∗∗

(0. 001 9)
0. 004 4∗∗

(0. 001 9)
0. 004 7∗∗

(0. 001 9)

atmosphere 0. 013 0∗∗∗

(0. 002 7)
— — 0. 014 5∗∗∗

(0. 004 9)
— —

environment — 0. 009 6∗∗∗

(0. 002 8)
— 0. 001 9∗∗∗

(0. 000 5)
— —

carbon — — -0. 004 3
(0. 004 0)

0. 003 4
(0. 004 0)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 2. 806 6∗∗∗

(0. 434 0)
- 2. 814 7∗∗∗

(0. 434 0)
- 2. 838 5∗∗∗

(0. 433 9)
- 2. 814 5∗∗∗

(0. 433 7)
- 3. 465 9∗∗∗

(0. 455 7)
4. 112 2∗∗∗

(0. 732 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0. 694 2 0. 694 2 0. 694 2 0. 694 2 0. 694 2 0. 694 1

5. 替换核心变量的衡量方式

由于企业研发投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技

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研发

投入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稳健性检

验。 具体实证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估计参数

仍然显著为正。 这表明即使采用研发投入作为衡

量指标,估计值依旧维持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再次证实基准回归的稳健可信。

另外,鉴于技术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在

申请门槛和技术含量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本文

进一步将核心变量分为上述两类,并分别进行检

验。 由表 5 第(2)列 ~ 第(3)列结果证实,试点政

策对企业积极申请技术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

均有积极推动作用,不过试点政策对技术发明专

利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深层次原因可能是试点

政策通过设定碳排放控制目标、执行更严格的环

境监督等措施,迫使企业从源头革新工艺、开发低

碳技术,而此类系统性创新往往依赖核心技术突

破,需借助发明专利形式予以保护,相比之下实用

新型专利多涉及局部结构优化或适应性设计,虽
能快速响应合规需求但难以彻底化解深层约束。

再者,试点政策作为政府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实施的特定政策,具有明确

的政策导向和激励作用,旨在凭借政策引导企业

和个人减少碳排放,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故本文引入 Incopat 专利数据库并与税调数据库进

行匹配,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替代变量。 表 5 中第(4)列的实证结果揭示,
在引入绿色专利申请变量后,试点政策仍然有利

于技术创新。
6. 更改估计方法

考虑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属于非负整数的计

数型数据,其分布特征符合泊松分布的基本假设,
本文决定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实施稳健性检验。 表

5 中的第(5)列详细列出了泊松分布的估算结果,
其中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结果进一步证实,在改

变估计方法后,试点政策对于推动技术创新的正

向影响依然稳健,从而强化了本文的核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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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双向固定效应(TWFE)模型本质上是对

所有可能的两期 DID 估计值进行加权平均,在处

理效应存在动态性或处理时间异质性的情况下,
容易出现“负权重”问题,从而影响估计的有效

性。 为突破此局限,本文综合采用队列加权估计

量、插补法估计量和堆叠回归估计量 3 种方法,
对基准结论进行再检验。 表 5 第(6)列 ~ 第(8)
列结果表明,在控制处理效应异质性后,试点政

策仍显著推动技术创新。 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具

有高度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Ⅱ)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patent

(1) (2) (3) (4) (5) (6) (7) (8)

did
0. 037 4∗∗∗ 0. 013 1∗∗∗ 0. 002 1∗∗ 0. 007 6∗∗∗ 0. 024 3∗∗∗ 0. 004 5∗∗ 0. 004 4∗∗∗ 0. 004 8∗∗

(0. 014 6) (0. 002 1) (0. 001 0) (0. 001 0) (0. 007 5) (0. 001 8) (0. 001 7) (0. 001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1. 352 5∗∗∗ 0. 567 8∗∗∗ - 1. 162 3∗∗∗ - 0. 243 4∗∗∗ - 0. 809 7∗∗∗ - 0. 930 9∗∗∗ - 0. 815 0∗∗∗ - 0. 612 8∗∗∗

(0. 397 6) (0. 150 7) (0. 229 1) (0. 020 0) (0. 183 1) (0. 178 5) (0. 169 1) (0. 167 8)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0. 974 3 0. 658 6 0. 671 6 0. 660 0 0. 207 6 0. 205 3 0. 205 3 0. 205 3

　 　 (六)内生性检验

样本选择偏差的存在或许同样影响估计结

果,国家在确定试点城市的过程中可能倾向于选

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污染排放量较大地区,而
此类地区企业综合实力较雄厚、技术创新水平往

往也较高。 为更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

鉴 Hering 等[49]方法,选用空气流通系数作为替代

工具变量( IV1)。 一方面,较高空气流通系数虽有

利于污染物扩散,但也会导致有效调节污染物排

放的难度增大,因此空气流通系数更大的城市在

应用试点政策方面也会更加积极,从而确保了工

具变量相关性。 另一方面,空气流通系数主要受

气象和地理条件支配,与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无直

接关联,符合外生性要求。 本文采用公园绿地面

积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 IV2),其合理性在于:一
方面,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一定程度

上可通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来体现,更为注重环

境保护的城市,通常更为主动地争取成为低碳试

点的机会,上述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另一方

面,城市公园绿地面积主要由政府进行规划布局,
并不会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活动。 表 6 第(1)列 ~
第(4)列展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估算结果表明,两个工具变量参数估计

值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在引入工具

变量以纠正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参数估计值依旧保持显著。 同时,F 检验拒绝了工

具变量存在弱识别性的初始假设,LM 检验也推翻

了工具变量无法识别的原始假设,进一步验证了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
在妥善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所得结论依旧

展现出良好可靠性。
表 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did lnpatent did lnpatent lnpatent
(1) (2) (3) (4) (5)

IV1 0. 232 8∗∗∗
(0. 000 3)

— — — —

IV2 — — 0. 045 0∗∗∗
(0. 000 1)

— —

did — 0. 013 9∗∗∗
(0. 002 2)

— 0. 011 0∗∗∗
(0. 002 9)

0. 004 4∗∗
(0. 001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 — — — -2. 831 2∗∗∗
(0. 434 2)

K-P Wald F 检验 — 4. 4e + 05∗∗∗ — 2. 7e + 05∗∗∗ —
K-P rk LM 检验 — 1. 9e + 05∗∗∗ — 1. 1e + 05∗∗∗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 — — — 0. 694 2

再者,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

型(PSM-DID)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造成的内生性问

题。 在倾向得分匹配过程中,本文纳入控制变量

作为特征变量进行核匹配。 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显示,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 10% ,
且 T 检验值显示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并不存在显

著差异。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进一步进行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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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回归,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再次证

实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四、异质性分析

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借助核心解

释变量试点政策,从地区差异等视角讨论政策效

应的异质性特征。
(一)区域异质性

本文将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并

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如表 7 第(1)列所

示。 试点政策与地区虚拟变量(area)的交互项估

计系数为 0. 018 5 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表明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提升效应

大于中西部地区。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部地区已形成完备的绿色产业链网络,龙
头企业与配套企业技术关联度较高,此种产业模

式促使政策激励可沿供应链快速传导,有利于技

术创新知识和经验的共享与传播。 再者,东部地

区技术交易市场活跃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政
策红利能更快转化为创新要素流动,该要素配置

效率差异使东部企业研发投入转化速度遥遥领先

于中西部地区企业。 第二,东部地区政府对完成

技术攻关的相关企业给予较高配额的返还激励,
而中西部地区政府仍以刚性指标执行为主、政策

弹性空间不足,上述制度设计差异导致中西部地

区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二)城市环境执法力度异质性

由于地区政策实施效果也将因当地环境执法

力度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本文根据当地

环境执法力度强弱将样本分为两组。 具体来说,
本文以当地执法案件中环境类案件占比为基础设

置哑变量,高于中位数的地区为强执法力度地区

并取值为 1,其他地区取值为 0。 由表 7 第(2)列

可知该交互项系数为 0. 017 3,且在 1% 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政策在强环境执法力度地区对技术

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

因。 第一,强执法地区往往环保处罚标准较高,从
而对技术创新“倒逼效应”。 同时,强执法地区借

助“环境信用评级”制度形成动态激励,对高科技

企业给予较多的研发补贴,此类政策可促进企业

积极参与研发创新。 第二,强执法地区通常已构

建环境技术改造成本抵扣机制,驱动生产要素向

创新领域流动。 反观弱执法地区,设备更新补贴

不足,导致 “僵尸产能” 滞留,技术创新投入被

挤占。
(三)产业异质性

鉴于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可能因产

业固有特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

成高污染及低污染产业两种类型进行分析。 表 7
中第(3)列报告了试点政策对不同产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结果。 从估计结果可知,试点政策对高污

染产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 可能的解

释:一是,试点政策对高污染产业实施严格的市场

准入制度,具有更强的环境遵循诉求,迫使企业基

于创新获取竞争优势,反观低污染产业,技术创新

水平已处于较高层次,且已得到政府较多的关注

和支持,创新动力相对弱化;二是,高污染产业现

有生产模式的碳排放基数大,清洁技术替代的边

际减排效益显著,试点政策向高污染企业的技术

创新倾斜专项补贴和税收抵免,促使高污染产业

单位减排成本的创新回报率相比低污染产业提高

数倍。
(四)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

更进一步地,创新提升效应也可能因企业所

在城市行政等级差异而表现不同,本文将样本企

业按照所在城市等级进行分组,若企业所在城市

为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则为高等级

城市,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 7 中第(4)列报告了

区分不同城市的回归结果,发现试点政策对高等

级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弱于低等级城市。 这

可能是由于:第一,高等级城市已将试点政策纳入

政绩考核体系并多采用强制性“一刀切”模式,对
企业转型时间及减排进度予以明确规定,导致企

业催生“速效型”技术引进偏好,引进现有技术而

非自主研发创新,不过低等级城市政策环境较为

温和,多实施“技术路线自选 + 财政资金补贴”等

富有弹性的机制,缩短突破式创新研发周期;第
二,高等级城市技术锁定效应显著,传统技术沉淀

成本占固定资产比重较高,导致清洁技术采纳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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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大,反观低等级城市,其“白纸作画”优势致使

技术创新流程大大缩短,研发投入强度也逐步

提升。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patent

(1) (2) (3) (4) (5)

did - 0. 006 7∗∗∗
(0. 002 3)

- 0. 006 0∗∗∗
(0. 002 2)

- 0. 007 6∗∗∗
(0. 001 9)

0. 015 8∗∗∗
(0. 002 6)

- 0. 004 6∗∗
(0. 002 1)

did × area 0. 018 5∗∗∗
(0. 003 3)

— — — —

did × law — 0. 017 3∗∗∗
(0. 003 3)

— — —

did × sewage — — 0. 030 3∗∗∗
(0. 003 8)

— —

did × city — — — -0. 022 4∗∗∗
(0. 003 4)

—

did × size — — — — 0. 021 2∗∗∗
(0. 003 6)

Constant - 2. 836 0∗∗∗
(0. 434 1)

- 2. 825 1∗∗∗
(0. 247 2)

- 2. 837 7∗∗∗
(0. 434 1)

- 2. 841 1∗∗∗
(0. 434 0)

- 2. 831 8∗∗∗
(0. 433 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0. 694 2 0. 694 3 0. 694 2 0. 694 1 0. 694 2

(五)企业规模异质性

企业规模也会影响试点政策实施效果,因此

本文从企业规模维度,探讨试点政策对技术创新

影响。 并根据企业每年应纳税额,将样本划分为

大企业及中小企业,并构建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7 第(5)列所示:相较于中小企业,试点政策在大企

业更能有效影响技术创新。 究其原因可能是:第
一,大型企业固定资产规模较大,可凭借规模优

势,依托设备共享降低单位研发成本,同时大型企

业往往构建多技术路线并行研发体系,创新风险

分散度较高,而中小企业只专注于某种技术,其风

险容忍度较低;第二,大规模企业拥有更为雄厚资

金实力和更广泛融资渠道,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更容

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外部资金支持,融资成本相对

较低,致使大规模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承担

更高风险、进行更大规模投入,从而更容易取得突

破性创新成果。
五、机制检验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可知,试点政策能够有效

促进技术创新,且此效应主要是通过影响绿色信

贷等渠道实现的,本部分将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
(一)绿色信贷机制

企业对清洁技术和设备升级的投入往往面

临较高的初始成本与不确定性,而试点政策凭借

健全绿色信贷体系,助推金融机构设立专项绿色

信贷额度、实施利率优惠,从而降低环保项目的融资

成本与信贷门槛。 此机制不仅改善了外部融资环

境,也向其传递出明确的政策激励信号,促使其将更

多资源投向技术研发。 为检验上述机制,本文借鉴

沈丽等[50]的做法,选取地区环保信贷占比构建绿色

信贷(credit)指标。 表 8 第(1)列 ~ 第(2)列结果揭

示,绿色信贷参数值分别为 0. 001 4 和 0. 466 4,均在

1%水平显著;核心变量参数值为 0. 003 8 也显著为

正。 回归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将基于增强绿色信贷

支持,进而促进技术创新。
表 8　 机制检验

变量 credit lnpatent subsidy lnpatent invest lnpatent

did 0. 001 4∗∗∗

(0. 000 1)
0. 003 8∗∗

(0. 001 8)
0. 000 3∗∗∗

(0. 000 1)
0. 003 8∗∗

(0. 001 9)
0. 001 3∗∗∗

(0. 000 1)
0. 003 7∗∗

(0. 001 8)

credit — 0. 466 4∗∗∗

(0. 058 0)
— — — —

subsidy — — — 1. 994 1∗∗∗

(0. 288 0)
— —

invest — — — — — 0. 484 0∗∗∗

(0. 061 0)

Constant 0. 057 1∗∗∗

(0. 020 0)
- 2. 855 4∗∗∗

(0. 433 8)
0. 734 6∗∗∗

(0. 038 8)
- 2. 830 3∗∗∗

(0. 433 9)
0. 044 6∗∗

(0. 019 0)
- 2. 850 4∗∗∗

(0. 433 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3 109 802

R2 0. 776 6 0. 694 3 0. 777 8 0. 694 8 0. 777 5 0. 69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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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财政补贴机制

试点政策凭借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低

碳技术研发、清洁设备改造和绿色产品开发,并凭

借事后奖励与事前扶持相结合方式,引导企业将

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活动。 不仅缓解了技术研发活

动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为其长期创新活动提供稳

定的资金流和风险缓冲,也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的

政策导向,增强了企业对技术未来收益预期,进一

步激励其扩大研发规模、提升创新质量。 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将绿色财政补贴占比作为财政补贴

(subsidy)替代变量。 表 8 中第(3)列 ~ 第(4)列结

果显示,试点政策有效提升了绿色财政补贴强度,
进而提升了其技术创新水平。

(三)绿色投资机制

试点政策凭借扩大绿色投资,为企业技术创新

提供了坚实资本基础与持续动力支持。 公共绿色投

资往往具有先导性和杠杆效应,可吸引更多私人资

本进入创新领域,降低企业研发的边际成本,且绿色

投资项目通常伴随技术溢出效应和知识共享机制,
可促进企业间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 本文参考现

有研究,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 invest)衡量绿色投资。 表 8 中第(5)列 ~ 第(6)
列结果证明试点政策将依赖扩大绿色投资进而促

进企业技术创新。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在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演进与中国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本文基于税调数据

库采用多时点 DID 模型系统考察了试点政策对

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特征。 实证研究

不仅证实了试点政策借助增强绿色信贷支持、提
升财政补贴强度及扩大绿色投资三大重要路径

显著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更揭示了政策效应在区

域梯度与产业属性等方面呈现的深刻结构性差

异。 具体来说,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强执法力

度区域、高污染产业、低等级城市及大规模企业

的创新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上述发现为理解环

境规制与创新驱动的动态耦合机制提供了全新

的理论视角与实践依据。 在理论建构上,通过严

谨的理论分析框架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经

济转型情境下的适用性,揭示了环境政策与市场

机制协同作用下创新要素再配置的内在逻辑,即
政策形成的制度压力并非简单增加企业合规负

担,而是基于重塑融资生态、优化要素流动和加

大政府扶持,将传统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
转化为以效率驱动为核心的“创新补偿效应”,为
发展中国家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约束的路径选

择提供了可推广分析范式。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

依托多维度异质性分析揭示了政策效果的复杂

图景,深刻反映了政策实施效能与区域制度环

境、产业转型压力及企业资源禀赋的深层互动关

系。 此种精细化识别不仅解构了“一刀切”政策

模式的潜在局限性,更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精准

施策”的必要性,为后续政策体系的差异化设计

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政策启示

第一,宣传推广试点政策,引导居民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提高居民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度和信任

度,培育壮大绿色消费市场,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广阔的市场空间。 同时,构建低碳政策效能监测

系统,建立动态政策评估与迭代机制,完善配套保

障措施,夯实政策实施基础。 不断优化完善市场

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控制碳排放,激励企业加大低

碳技术创新投入,降低碳排放成本。
第二,实证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将凭借多重传

导机制,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故此,政府应大

力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技

术创新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提供能源补贴和各类优惠、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以
降低企业成本,增强技术创新动力。

第三,由于企业特性存在差异,因此试点政策

的实施效果也存在明显不同。 下一步应避免“一
概而论”式规划,实施差异化政策,强化精准施策

能力。 具体来说,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创新

支持力度,鼓励相关地区在技术领域开展前沿探

索和突破式创新;针对高污染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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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引导,帮助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

展;增强对中小规模企业的扶持力度及政策倾斜,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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